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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来自 ERP的证据*

何怡娟 胡馨木 买晓琴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和最后通牒博弈范式

(ultimatum game, UG)考察了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实验采用 2(状态共情关怀: 有共情

关怀 vs.无共情关怀)×3(分配公平性: 公平 vs.劣势不公平 vs.优势不公平)被试内设计, 共 37

名被试参与实验, 被试作为响应者选择是否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提议。行为结果显示劣势不公

平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高于无共情情境; 优势不公平条件下呈现相反的结果。ERP

结果显示: 对于他人提出的优势不公平提议, 无共情情境较有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负的前部

N1(anterior N1, AN1), 有共情情境比无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大的 P2波幅; 有共情情境下, 他

人提出的劣势不公平提议较优势不公平和公平提议诱发了更负的内侧额叶负波(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 P3 在公平条件下的波幅较劣势不公平条件下更大, 并未受到共情关

怀的调节。这些结果表明共情关怀不仅调节了公平决策行为, 还调节了公平加工的早期注意

和动机及之后的认知和情绪加工, 但由 P3 表征的高级认知过程仅受到公平性的调节而不受

共情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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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共情作为一种深入感受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Decety & Lamm, 2006), 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提出共情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 并且这一观点得到了

来自问卷调研、行为实验和电生理研究等多角度的科学验证。根据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

altruism hypothesis): 当他人陷入困境时, 个体会产生一系列包括共情关怀、同情、怜悯的情

绪并且产生解除其困境的利他动机, 从而采取利他行为(Batson, 1991; Batson & Shaw,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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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研究者们重点探讨了共情对利他决策的影响(FeldmanHall et al., 2015; McAuliffe et al.,

2018; Liu et al., 2018, 2020)。新的研究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相关领域的其他决策类型, 如与

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平决策: 研究发现当个体作为第三方在观察到不公平现象时, 指向响

应者的共情关怀会增加不公平情境中以自身利益为代价的第三方惩罚行为(Leliveld et al.,

2012; Pfattheicher et al., 2019)。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共情促进公平决策的积极作用, 然而

在特定的情境下共情也会干扰决策, 比如当我们同情不公平行为的实施者时, 我们更可能接

受他们的不公平行为。那么当个体的共情是指向不公平的实施者时, 共情如何削弱相应情境

下的公平动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一方面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为共情对决策的影响提供更为

丰富的证据支持,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共情的利与弊;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

社会现象, 如对加害者的同情会影响公众的公平判断, 甚至有媒体借此引发社会舆论干扰司

法公正。因此, 我们希望能够从心理认知过程和神经加工机制的角度对这类现象加以解释,

并将其应用于公众教育和舆论监管中, 促使大家更加理性、公正地看待一些社会事件。在本

研究中我们想要模拟真实情境诱发个体的共情关怀状态, 考察指向不公平者的共情关怀对

与个体利益相关的公平决策过程的影响, 同时了解其背后脑活动的时间进程特点。

1.1 公平决策的定义和研究范式

随着社会和国家不断强调公平正义, 公平规范在各类社会决策和经济决策中发挥着愈

发关键的作用。公平决策(fairness-related decision making)是指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遵循公正

平等的原则去获取利益及承担责任(戚艳艳 等, 2017)。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

范式是研究公平决策的经典范式, 其中包括提议者和响应者两个角色: 提议者需对一定数额

的金钱做出分配提议, 由响应者选择接受与否, 若选择接受即按该提议进行分配; 若拒绝则

参与双方均得不到任何收益(Guth et al., 1982)。采用 UG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中普遍表现

出不公平厌恶现象(Fehr & Schmidt, 1999), 体现为不公平引发的消极情绪以及以牺牲自身利

益为代价拒绝不公平分配的行为(Camerer, 2003; Polezzi et al., 2008; Sanfey et al., 2003), 反映

了个体对公平的关注。

1.2 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事实上, 公平决策过程中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 最后表现出的都不是绝对的平等, 而

是相对的、略有偏颇的公平。这些影响因素涵盖个体、情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包括社会价

值取向、损益框架、社会距离及群体身份等(Bieleke et al., 2017; 王益文 等, 2014; 吴燕,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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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林, 2012)。其中, 共情是影响公平加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

关, 如在资源分配过程中, 如果他人需要帮助, 那么我们既面临着维护公平的需要, 同时也

面临着关心他人、维护他人利益的需要, 在该情境下, 我们的公平加工过程仍只注重公平

吗？还是会受到共情的影响？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也称共情关心或同情心)是一种以

帮助和促进他人福利为特征的情感和动机状态(Bernhardt & Singer, 2012; Light et al., 2015)。

具体来说, 人们在观察到或者想象他人正面临不幸和痛苦时, 会产生共情关怀的状态并引发

一系列指向他人的包括同情、怜悯之类的情感反应, 从而激发个体减少他人痛苦的利他动机

并促进利他行为(Batson et al., 2007)。已有研究探讨了在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情境下, 共情关怀

对公平决策的影响(Leliveld et al., 2012;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尚未有研究关注当个体直接

作为利益相关方时(直接遭遇不公平), 共情会如何影响公平加工过程。具体来看, 在考虑共

情后可能形成一种冲突的情境: 共情关怀诱发个体的利他动机, 促使个体关心他人(Batson

et al., 2007), 同时个体也注重公平, 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以惩罚不公平(Camerer, 2003;

Fehr & Gachter, 2002), 那么在决策中当这两种目标或动机产生冲突时, 个体会如何处理二

者之间的关系, 即对于诱发个体共情状态的他人所提出的不公平提议,个体会优先选择利他

还是仍旧秉持公平准则？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模

式。

1.3 公平加工的时间进程特征

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假设共情关怀会影响个体的公平决策行为。为了进一步确定共情会

影响公平加工的哪些阶段 , 我们采用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率高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希望能够从时间维度上揭示共情影响公平决策的加工过程。根

据前人研究, 与公平加工相关的 ERP成分包括前部 N1(anterior N1, AN1), P2, 内侧额叶负波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和 P3(Boksem & De Cremer, 2010; Hu & Mai, 2021; 王益文 等,

2014)。

AN1 和 P2 属于早期成分, 反映了早期自动化加工过程(Eisenberger, 2015; Horat et al.,

2016)。AN1是在视觉刺激呈现后约 100 ms出现, 在 120 ms左右达到峰值的负波, 分布在额

部中央区(Boudreau et al., 2009)。AN1 与早期自动化注意有关, 被注意的刺激比非注意的刺

激诱发了更大的 AN1(Duzcu et al., 2019), 违背预期的刺激通常更容易吸引注意, 因此新异

(预期之外的)刺激也会诱发更大的 AN1 波幅(Annic et al., 2014; Bouwer et al., 2020)。AN1在

社会决策研究中的效应也得到了关注: 利益冲突比利益一致的决策情境诱发了更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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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Boudreau et al., 2009); 公平决策研究中, 群体身份能够通过调节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

的分配提议的预期来调节 AN1波幅, 更大的 AN1波幅反映了对不同分配提议的预期违背程

度(王益文 等, 2014)。综上可知, AN1会受到刺激特性和互动对象的调节。P2是在刺激呈现

后 200 ms左右达到峰值的正成分, 通常在额区和中央区出现(Horat et al., 2016)。与 AN1 一

样, P2 也与早期注意分配有关(Luck & Hillyard, 1994), 不同的是, P2 还受到动机相关性或情

感意义的调节, 具有更强动机凸显性的刺激能够促使个体对其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 从而诱

发更大的 P2 波幅(Carretie et al., 2004)。在人际决策中, 对个体而言利益一致性情境具有更强

的动机和知觉突显性, 因此比利益冲突情境诱发的 P2 波幅更大(Boudreau et al., 2009)。采用

UG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公平提议, 公平提议诱发了更大的 P2波幅, 反映出个体追求公平的

内在目标与动机(Hu & Mai, 2021; Yin Wu et al., 2011)。以往研究中 AN1和 P2 效应主要在疼

痛共情的加工过程中有所体现, 反映了对疼痛场景反应的早期效应和疼痛共情的自动化加

工过程, 是早期情绪自动激活和共享机制的重要反映指标(Decety et al., 2010; Fan & Han,

2008)。尽管尚未有研究发现社会情境中共情的 AN1 和 P2 效应, 但是众多研究发现生理疼

痛和社会疼痛具有共同的潜在神经生理机制, 包括背侧前扣带回和右腹侧前额叶皮层等

(DeWall et al., 2010; Eisenberger, 2015; Eisenberger et al., 2003; Kross et al., 2011), 而遭遇到不

公平会让个体体验到社会疼痛(Campanha et al., 2011), 因此考虑到生理疼痛和社会疼痛相近

的加工模式, 我们假设在社会情境中, 共情也会影响公平加工过程中的 AN1和 P2效应。

MFN 是分布于额中央部的负波, 在刺激出现后 250~450 ms内达到峰值, 反映了对当前

刺激快速的半自动化加工, 表示公平加工的中期阶段(Leng & Zhou, 2010)。MFN被认为与负

性结果(Boksem & De Cremer, 2010)、违反社会规范及违背预期有关(Hewig et al., 2011; Van

der Veen & Sahibdin, 2011; Yin Wu et al., 2011)。在 UG中, 相较于公平提议, 不公平提议会诱

发更负的MFN, 不管是优势不公平还是劣势不公平(Boksem & De Cremer, 2010; Hewig et al.,

2011; Spape et al., 2019)。同时, MFN 也反映了负性情绪评价, 因为不公平提议通常被认为更

加违反规范并且结果更加不利, 会引发了个体负性的情绪体验(Moser et al., 2014)。重要的是,

MFN 会受到共情水平的调节, 如 Liu 等人(2018, 2020)研究了不同情境下共情关怀对结果评

价的影响, 发现自身得失诱发的神经反应受到了共情水平的调节: 在无利益冲突情境下, 对

他人的共情会促使被试对高共情他人的结果与自我的结果评价一致, 表现为一致的MFN 效

应, 且均大于低共情条件; 在有利益冲突情境下, 为低共情他人赢钱意味着自身的损失, 诱

发了更大的MFN, 而高共情条件下的MFN 效应仍与无利益冲突情境一致。

公平加工的后期认知评估阶段由 P3表征, P3是刺激出现后 300~600 ms内在顶枕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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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波, 被认为与注意资源的选择性分配等高级认知过程以及对结果所蕴含的情绪性意义

的精细加工密切相关(Hu & Mai, 2021; Leng & Zhou, 2010; Sanfey et al., 2003; Yu et al., 2015)。

P3 受到结果效价和结果大小的影响, 积极的反馈和更大的奖励会诱发更大的 P3(Bellebaum

et al., 2010)。在 UG任务中, 公平提议更符合公平准则且相比不公平提议个体获益更大, 会

诱发更大的 P3波幅(Yin Wu et al., 2011; Yan Wu & Zhou, 2009)。然而, 在Liu等人(2018, 2020)

研究中发现, 共情水平并未调节 P3波幅, 且 P3的效价效应仅在自我条件中出现, 说明 P3可

能仅与自我相关的信息加工有关。

1.4 研究内容与假设

本研究采用UG范式并借助 ERP技术, 模拟真实人际互动情境, 通过诱发被试共情关怀

的状态, 考察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及其背后脑活动的时间进程特点。基于共情-利他

主义假设, 人们对于需要帮助或处在困境中的人体验到强烈的共情(Batson & Ahmad, 2001;

Batson & Moran, 1999), 因此本研究中将有共情情境下的提议者设定为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

(即需要帮助的人), 而无共情情境下的提议者为普通儿童(即不需要帮助的人), 这一操纵借

鉴了 Liu等人(2018, 2020)的高、低共情情境且其操纵有效性得到了证实, 同时被试作为响应

者需对不同提议者提出的公平、优势不公平和劣势不公平分配提议进行选择。行为层面上,

我们假设不同分配公平性水平下被试在有、无共情情境中的行为和主观评分上存在差异。脑

电层面上, AN1 会受到互动对象的调节(王益文 等, 2014), 且本研究中通过操纵提议者的身

份来诱发共情, 因此我们预期共情会调节不同公平性条件下的AN1波幅; 同时, 共情诱发了

个体的利他动机, 使得不同公平性条件中, 个体在有、无共情情境中的动机不同, 从而调节

P2 波幅; 此外, 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表明MFN 会受到共情水平和公平性的条件, 考虑到共情

水平会影响个体对结果的关注程度, 因此我们预期有共情情境下, 不同公平性条件诱发的

MFN 存在差异, 无共情情境下则无差异; 最后, 与前人研究一致(Liu et al., 2018, 2020), 我

们仍预期 P3不受到共情水平的调节, 仅表现出分配的公平性效应。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非经济学、非心理学专业在校大学生 42人, 均为右利手, 身体健康, 无精神系统

疾病及脑部损伤史,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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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试因脑电数据伪迹较多被剔除, 最后共37名被试的数据进入统计分析(26名女性, 18~24

岁, M ± SD = 21.00 ± 2.07岁)。使用G*Power v.3.1进行了样本量估计(Faul et al., 2009)。根据

分析(f = 0.25, α = 0.05, β = 0.95, 方差分析: 重复测量, 被试内因素), 需要 28名被试的总样

本量来检测出可靠的效应量, 本研究被试量满足要求。

2.2 实验程序

首先被试明确实验任务是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对 10元钱提出的分配提议, 告知被试提

议者分别来自一所乡村留守儿童学校的留守学生和一所市立中学的普通学生, 留守学生的

家庭条件和学校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相对普通学生都较差, 给被试呈现描述留守学生和普通

学生家庭状况、学校基础设施、师资以及升学率的文字材料和图片, 让被试充分阅读文字材

料、观看图片以诱发共情关怀状态(Liu et al., 2018, 2020)。为了检验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共情

操纵方式的有效性, 我们另外招募了 22 名被试, 经过相同的共情操纵过程之后让被试填写

共情反应量表(Empathic Response Questionnaire)进行操纵检验(Batson et al., 1997, 2002), 采

用 7点计分量表测量被试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同情的/关心的/触动的(Pfattheicher et al., 2019)。

三个条目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 0.88), 将三个评分平均得到状态共

情得分。对两个情境下的状态共情得分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留守学生情境下

的状态共情评分显著高于普通学生情境(5.56 ± 0.95 vs. 2.39 ± 1.35, F(1, 21) = 129.68, p <

0.001, ηp2 = 0.86), 说明留守学生情境成功诱发了个体的状态共情。

为了增加实验的可信度, 我们向被试强调每一个分配提议都是由不同的提议者提出的,

但是由于无法在统一的时间地点同时进行博弈, 所以所有分配提议都是提前收集好的。同时

我们也告知被试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选择统计并分配被试与提议者的收益, 确保被试相信他

们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其中提议者的收益视被试的选择而定, 若被试接受, 则

提议者得到相应的钱数; 若被试拒绝, 则该提议者收益为零。被试自身的收益由三部分组成:

有、无共情条件下分别从被试选择接受的分配提议中随机抽取 15轮次, 将其中被试应得的

数额进行累加并加上参加实验的基础报酬。这一收益结构意味着如果被试想要获得尽可能多

的报酬, 需要拒绝公平和劣势不公平分配, 只接受优势不公平分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通过这样的操纵能够区分被试选择接受劣势不公平提议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还是纯粹基

于利他的动机, 同时也能够通过个体对公平提议的接受与否来考察个体是否会放弃自身利

益最大化来追求公平。总体上看, 该操纵能够较全面地考察被试的行为动机。实验中对被试

收益的设定是为了让被试相信自己的选择是与其真实的实验报酬挂钩的, 从而确保被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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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做出更加真实的选择。而实际上被试每人均获得了 75 元的实验报酬, 是我们基于实验的

总时长付的报酬, 但是被试并不知晓每个人的实验报酬是一样的。

2.3 实验设计与材料

实验使用 2(状态共情关怀: 有共情关怀 vs.无共情关怀)×3(分配公平性: 公平 vs.劣势不

公平 vs.优势不公平)被试内设计。共设置 10种分配提议: 公平条件(4/6、5/5、6/4各 25试次);

劣势不公平条件(8/2、9/1各 30试次); 优势不公平条件(2/8、1/9各 30试次); 填充条件(3/7、

7/3各30试次), 斜线前数字表示提议者分给自己的钱数, 分配公平性条件的设定与吴燕和周

晓林(2012)的研究一致。因变量为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接受率、主观评分和脑电成分。实验

分有、无共情两个任务分别进行, 每个任务均包含 5个区组, 每个区组共 51个试次, 整个实

验共包括 10个区组, 510个试次, 实验任务约 50分钟。两个任务的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评定当前分配提议的情绪体验和公平感知。情绪体验评定采用 9点计

分(Bradley et al., 2001; Hewig et al., 2011; Hu & Mai, 2021), 其中"5"表示心情平静与温和; 从

"5"到"9"表示积极的情绪体验, 从"5"到"1"表示消极的情绪体验, 程度越来越强烈。公平感知

评定采用 7 点计分(Leliveld et al., 2012; Pillutla & Murnighan, 1996), 其中"4"表示不确定, "1"

表示非常不公平, "7"表示非常公平。

2.4 实验流程

使用 E-Prime软件(Version 3.0)呈现实验刺激并记录行为数据, 实验流程如图 1所示, 每

个区组开始前屏幕上都会呈现提议者身份, 之后每个试次开始前屏幕中央呈现 800~1200 ms

的白色注视点, 接着是 500 ms的空屏, 之后以上下结构呈现分配提议, 上面的数字表示提议

者分给自己的金额。分配提议呈现 1200 ms后消失, 间隔 500 ms的空屏之后呈现决策屏, 被

试可按 F选择接受或者按 J键拒绝该提议。在每个区组中, 每类分配提议会随机出现一次情

绪体验评定和公平感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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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示意图

2.5 EEG信号采集与预处理

实验过程中使用 Biosemi脑电记录系统, 采用 32导电极帽记录与采集 EEG 数据。滤波

带通 0.01~100Hz, 采样频率为每导联 512Hz。被试左右眼睛外侧均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

同时左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 所有电极位置下的头皮电阻均低于 5kΩ, 记录脑电时

以左侧乳突的电极值作为参考, 离线分析时采用双侧乳突的平均值进行重参考。采集的 EEG

数据采用Matlab(2013a)软件的 eeglab 工具箱(Version 12.0.2.6b)进行预处理。由于本研究聚焦

于刺激呈现时被试对不同分配提议的加工过程, 所以对原始的 EEG数据的分段从刺激(分配

提议)出现之前的 200 ms 到刺激出现后的 800 ms, 分段之后利用去眼电语句矫正眼电干扰

(Gratton et al., 1983)。数据进行 30 Hz以下的低通滤波, 将波幅超过 ± 75μV的视作伪迹剔除,

然后分条件进行叠加平均。

我们根据总平均波形的特征, 提取了 AN1(100~200ms 的最小波峰值)、P2(230~280ms

的平均幅值)、MFN(300~450ms的平均幅值)以及 P3(250~350ms的平均幅值)。在预处理中, 根

据 ERP各成分的地形分布和前人的研究(Yeung & Sanfey, 2004), AN1、P2、MFN 和 P3 均通

过 9 个电极点(F3、Fz、F4、C3、Cz、C4、P3、Pz、P4)进行计算, 结果发现 AN1、P2 和

MFN 波幅在 Fz 电极点最大, P3波幅在 Pz 电极点最大。因此我们选择 Fz 和 Pz这些 ERP 成

分达到最大的电极点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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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时间空间 PCA

由于 P2、MFN和 P3 在 ERP波形中可能存在重叠, 因此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对 ERP成分进行了分解(Foti et al., 2011)。本研究采用基于Matlab

的 Evoked ERP/EPO工具包进行时间空间 PCA(Zhang et al., 2020)。首先在每个被试的平均

ERPs的所有时间点上执行具有Promax旋转的时间PCA, 接着根据以下三个因素选择感兴趣

的成分, 并将成分投射到电极场: (a)时间成分的极性和潜伏期; (b)空间成分激活区域的极性

和位置; (c)每个条件下感兴趣成分地形图的相似性。最后选出了 P2(Fz 电极点 200~225ms平

均幅值)、MFN(Fz电极点 360~400ms平均幅值)和 P3(Pz电极点 460~510ms平均幅值)成分进

行统计分析。

为了确认 PCA因子的识别, 我们计算了 PCA因子的波幅与传统时域分析中相应 ERP

成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 结果表明, P2与 PCA-P2之间高度相关(r = 0.84, p < 0.001), MFN

与 PCA-MFN之间高度相关(r = 0.99, p < 0.001)。然而考虑到传统时域分析方法中获得的 P3

和 PCA-P3的潜伏期并不一致, 且 PCA-P3的时域和空间域特征更符合我们感兴趣的成分特

征, 因此主要关注 PCA-P3结果, 未再考察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2.7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对行为数据、脑电数据和 PCA因子进行 2(状态

共情关怀: 有共情 vs.无共情) × 3(分配公平性: 公平 vs.劣势不公平 vs.优势不公平)被试内两

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当球形假设不成立时, 通过 Greenhouse-Geisser法校正 F值比率的

自由度; 采用 Bonferroni校正法对显著的主效应进行事后检验; 采用简单效应分析检验显著

的交互作用。描述性统计量均表示为均值 ± 标准差(M ± SD), 所有统计分析的显著性水平

设置为 0.05, 所有方差分析的效应值大小均采用偏 eta方(ηp2)来报告, 0.01代表小的效应值,

0.06代表中等大小的效应值, 0.14代表大的效应值(胡竹菁, 戴海琦, 2011)。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3.1.1 接受率

共情的主效应显著, F(1, 36) = 4.87, p = 0.034, ηp2= 0.12,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显著高于

无共情情境(0.67 ± 0.21 vs. 0.62 ± 0.16)。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2, 72) = 90.89, p < 0.001, η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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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事后检验表明公平(0.84 ± 0.26)与优势不公平条件(0.88 ± 0.23)的接受率显著高于劣

势不公平(0.20 ± 0.29, ps < 0.001), 公平和优势不公平条件无显著差异(p > 0.1)。共情和分配

公平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1.64, 59.12) = 14.04, p < 0.001, ηp2= 0.28,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劣势

不公平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无共情情境(0.30 ± 0.40 vs. 0.11 ± 0.25, p <

0.001), 而在优势不公平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显著低于无共情情境(0.84 ± 0.31 vs.

0.92 ± 0.20, p = 0.025), 公平条件下二者无显著差异(p > 0.1), 见图 2A。

3.2 主观评定

3.2.1 情绪体验

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1.34, 47.69) = 33.23, p < 0.001, ηp2= 0.48, 事后检验结果表

明被试在公平(5.61 ± 0.72)和优势不公平(6.02 ± 1.55)条件下的情绪体验较劣势不公平条件更

积极(3.67 ± 1.17, ps < 0.001), 公平与优势不公平条件的情绪体验无显著差异(p = 0.471)。共

情与公平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72) = 13.95, p < 0.001, ηp2 = 0.28, 在他人提出劣势不公平

提议时, 被试在无共情情境下比有共情情境下体验到更强烈的消极情绪(3.32 ± 1.23 vs. 4.02

± 1.35, p < 0.001), 在他人提出优势不公平提议时, 被试在无共情情境下比有共情情境下体

验到更强烈的积极情绪(6.35 ± 1.55 vs. 5.68 ± 1.80, p = 0.002), 公平条件下差异不显著(p =

0.214), 见图 2B。共情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509)。

3.2.2 公平感知

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2, 72) = 58.64, p < 0.001, ηp2 = 0.62, 对公平条件的公平感

知评分(4.88 ± 0.60)显著高于劣势不公平(2.72 ± 1.08)和优势不公平(3.03 ± 1.25, ps < 0.001),

劣势不公平和优势不公平的公平感知评分无显著差异(p = 0.528)。共情与公平性的交互作用

显著, F(1.70, 61.26) = 13.27, p < 0.001, ηp2 = 0.27, 对他人提出的劣势不公平提议, 被试在无

共情情境下的公平感知评分显著低于有共情情境(2.44 ± 1.08 vs. 2.99 ± 1.23, p < 0.001), 而公

平条件下和优势不公平条件下有、无共情差异均不显著(p = 0.057; p = 0.083), 见图 2C。共情

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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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条件下的接受率、情绪体验评分、公平感知评分均值

注: 图中的误差棒(error bar)表示标准误;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3 ERP结果–传统平均 ERPs

3.3.1 AN1

共情和分配公平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72) = 3.83, p = 0.026, ηp2 = 0.10, 在优势不公平

条件下, 无共情情境(–4.67 ± 2.55μV)诱发的 AN1波幅显著负于有共情情境(–3.90 ± 2.05μV, p

= 0.030), 在公平和劣势不公平条件下, 有、无共情情境无显著差异(ps > 0.1), 见图 3。共情

和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1)。

3.3.2 P2

共情和分配公平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72) = 4.88, p = 0.010, ηp2 = 0.12, 在优势不公平

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1.10 ± 3.13μV)的 P2 波幅显著大于无共情情境(–1.84 ± 3.28μV, p =

0.049); 在劣势不公平条件下, 无共情情境(–1.08 ± 3.28μV)的 P2 波幅略大于有共情情境

(–1.96 ± 2.78μV, p = 0.096); 公平条件下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726), 见图 3。共情和分配公平

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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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为 Fz电极不同分配条件下有、无共情的总平均波形图; B为不同条件下 AN1和 P2波幅均值柱形图

注: 图中的误差棒表示标准误; † p < 0.1, * p < 0.01

3.3.3 MFN

共情和分配公平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72) = 3.97, p = 0.023, ηp2= 0.10, 如图4所示, 在

有共情情境下, 劣势不公平条件(–4.02 ± 2.98μV)诱发的MFN 波幅显著负于优势不公平条件

(–2.79 ± 3.33μV, p = 0.008), 略负于公平条件(–3.20 ± 3.26μV, p = 0.081), 优势不公平和公平

条件下的MFN 波幅无显著差异(p = 0.715); 在无共情情境下, 三者差异均不显著(ps > 0.1)。

共情和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1)。

3.3.4 P3

共情和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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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为 Fz电极点有、无共情条件下不同分配提议的总平均波形图; B 为 Pz电极点有、无共情条件下不同分配提议的总平均

波形图; C为不同条件下 MFN 和 P3波幅均值柱形图

注: 图中的误差棒表示标准误; † p < 0.1, ** p < 0.01

3.4 ERP结果: 时间空间 PCA

3.4.1 PC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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